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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仲 舒 德 教 方 法 论 探 析

沈壮海 李 育

董仲舒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
,

充分论证 了道德教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明确了

道德教化过程 中的教化者和教化对象
,

确立 了道德教化中的外在教化与自我修养两

大基本方法
,

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德教方法体系
。

其 自我修养方法主要有
:

以仁安人
,

以义正我
;
内视反听

; 强勉行道
。

其外在教化方法主要有
:

必仁且智
,

与利养义
,

以

乐化民
,

以身示教
; 因材施教

,

依性而化等
。

这些德教方法
,

究其实质
,

无疑是为

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

但其中也反映了一定的德育规律
,

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因素
,

是我们在当今道德教育实践中可资借鉴的
。

主张以德立人
,

以德立国
,

是儒家一贯的思想传统
。

作为一代儒学宗师
,

董仲舒 (公元

前 1 79 一前 10 4) 也不例外
。

在 《春秋繁露 》
、

《天人三策》 等著作中
,

董仲舒不仅系统地论述

了伦理道德的起源
、

以德化民的重要性
、

道德教化的内容
,

而且还系统地阐发了实践道德教

化的途径
,

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德教方法体系
。

对于前者
,

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深人研究
,

而对

于后者
,

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

本文拟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

董仲舒 ( 以下简称
“

董 ,’) 德教方法体系的建构
,

是以其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
。

对于人性
,

先秦儒家已从不 同角度出发进行过多种界定
。

孔子提 出
“

性相近
,

习相远
”
的

命题
,

首开人性研究之先河
。

孟
、

荀沿此而下
,

各执一端
,

创立了
“

性善
”

与
“

性恶
”
的学

说
。

董承袭孔子关于人性的思想
,

揉合孟
、

荀的人性学说
,

从天人相通的哲学观念出发
,

提

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
。

他认为
,

人性既不是善的
,

又不是恶的
,

而是兼具
“

贪仁之气
” 、 “

善

恶两质
”

的
。

他说
: “

人之诚有贪有仁
,

仁贪之气两在于身
。

身之名取诸天
,

天两有阴阳之施
,

身亦两有贪仁之性
。 ’ ,①人性作为贪仁二气之混合体

,

不仅含有善质
,

而且具有恶因
。

董认为
,

要使善质发展为善行
,

必须施以外在的教化
, “

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
;
善

,

教训之所然

也
” ② 。

同样
,

人性中所包含的恶因
,

也只有在外在教化的作用下
,

才能得到抑制
、

禁闭
,

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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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于善质向善行的发展
、

转化
, “

必知天性不乘于教
,

终不能枉 ,,@
。

对于善质
、

教化
、

善行

三者之关系
,

董有一著名命题
: “

性者
,

天质之朴也
;
善者

,

王教之化也
。

无其质
,

则王教不

能化
;
无其王教

,

则质朴不能善
。 ” ④亦即

,

善质是成为善行的内在根据
,

它为外在教化产生作

用
,

为道德品质得以形成提供了可能性
;
外在教化是引导善质发展成为祟高道德品行的外在

条件
,

它可促使善质向善行发展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

在对内在根据与外在条件
、

可能性

与现实性等诸种因素相互关系的创造性阐释中
,

董比前代任何思想家都更有力地论证了外在

道德教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并 由此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外在教化的具体方法
。

董在这一方法

上的特别强调与精心建构
,

对先秦儒家注重自我修养的德育思想传统及德育方法体系来讲
,

无

疑也是一次重大的调整与充实
。

董关于人性的观点还为其道德教化对象的确立提供了依据
。

董强调
: “

圣人之性
,

不可以

名性
,

斗臂之性
,

又不可以名性
。

名性者
,

中民之性
。 ’ ,⑤他还说

: “

名性
,

不 以上
,

不以下
,

以

其中名之
。 ’ ,⑥可见

,

董是以对 中民的考察为基础来立其人性之论的
。

亦即
,

中民兼具善恶之质
,

须有待于教
,

方能成为善人
,

是被教化的对象
。

这里的中民
,

是否包括普通劳动人民之外的

其他阶级与阶层
,

我们存而后论
,

但其包括普通的劳动人民
,

这是勿庸置疑的
。

那么
,

斗普

之民呢 ? 在董眼里
,

斗宵之民仅具恶因
,

不具善质
,

因而也不具有成其为善行的可能性与内

在根据
,

是不可教化的
,

只能被排除在教化对象之外
。

至于圣人
,

董则认为
,

他们是
“

过善
”

的
,

是道德教化过程中的主体
, “

圣人法天而立道
,

亦博爱而亡私
,

布德施仁以厚之
,

设谊立礼以导之心
,

肩负实施道德教化的重任
。

而董又指出
,

王者及诸侯等封建统治者也是
“
以教化为大务

” ⑧的
: “

天生民
,

性有善质而

未能善
,

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 … 王… … 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 ⑨ ; “

号为诸侯者
,

宜谨视所候

奉之天子也
。 ” 。 视天子而行

,

显然也就是要求诸侯等
“
以成民之性为任

” ,

大兴教化
,

广布仁

德
。

那么
,

圣人与王
、

侯等封建统治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 董认为
,

圣人中包括王者
、

诸

侯及其他一些封建官僚
,

但并非王者及诸侯等封建官僚皆为圣人
,

如鲁 文公虽为王者
,

却
“

小善无一
,

而大恶四五
” 。 ,

夏莱
、

商封等虽居天子之位
,

却为
“

天之所弃
、

天下弗丰右 ,,@
,

显

然不居圣人之列
。

我们认为
,

董所谓的圣人
,

实质上是一种理想人格
,

是董所设定的
、

王者

及一些封建官僚法天循道
、

仁德治国所应达到的一种境界
;
董所谓的王者

、

诸侯等
,

并非天

生的圣人
,

他们更多地属于中民之列
。

照此
,

王者等封建统治者便有了双重 的身份
:

作为具

善
、

恶两质的中民
,

他们是教化的对象
;
作为统治者

,

按董的理论
,

他们又应是理所当然的

教化者
。

教化者作为受教化者
,

应接受谁的教化呢 ? 董抬出了天
,

认为王者应依天意行事
,

接

受天的教导
,

即
“

上承天意
” 、 “

循天法道
” 。

那么
, “
天意

”
又是什么呢? 董指 出

, “

天意之原

于人吻
,

与人间的伦理道德是相通的
。

可见
,

董所谓的
“

循天法道
”

实质上是在规劝
、

要求

王者及其他封建统治者按照代表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封建伦理规范行事
。

换言之
,

即要求统

治者依照封建伦理规范
,

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
,

从而具备符合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道德品质
。

关于这一点
,

我们还可从董其它的言论中得到佐证
。

譬如
,

他说
: “

常玉不琢
,

不成文章
;
君

子 不学
,

不成其德
。 ’ ,⑧强调

“

学
” ,

即在强调 自我努力对成为仁德君子的重要作用
。

他还讲
:

“

号为大夫者
,

宜厚其忠信
,

敦其礼义
,

使善大于匹夫之义
,

足 以化也
。 ” 。 显然

, “

厚其忠信
,

敦其礼义
,

使善大于匹夫之义
” ,

即指 自觉能动的道德修养
。

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
, 一

董

提出了诸多自我修养的具体方法
,

这些方法与董所设置的诸外在教化方法一起
,

构成了董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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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特色的德教方法体系
。

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
:

董认为中民之善是不会自然而成的
,

必经外在教化
,

而实质上

被作为中民看待的王者等封建统治者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又是完全依赖于 自我修养 (如王者 )
,

或是可以通过自我修养 (如一些封建官僚 ) 获得的
,

这是否自相矛盾 ? 我们认为
,

董虽从
“

中民
”
这一特定对象出发来讨论人性

,

但其
“

中民
”

是分为两个层次的
。

一是
“

奉天意以教

化为大务
”
的王者和

“

谨视所候奉之天子
”
的封建官僚

;
一是作为

“

溟
”
的民

。

以此为基点

进行考察
,

董得出上述结论是不足为怪的
。

董对孟
、

荀人性学说的揉合
,

也正是在上述两个

层次的划分下进行的
。

对
“

溟
”
民之性

,

董更多地是持荀子的性恶论
。

在董看来
,

与王者同

具
“

贪仁二气
” 、 “

善恶两质
”

的
“

溟
”
民

,

其人性中的善质只不过是一种
“

自然之质
”
的

“

潜在
” ,

本身不具有向善行转化的任何能动因素
,

而
“

如水之走下
”

的
“

从利
”

之
“

恶欲
” ,

在其人性中则是占主导地位的
,

具有相当的能动性
,

必须施以教化
,

方能除此
“

恶欲
” 。

这与

荀子的性恶学说几乎同出一辙
。

另外
,

荀子认为性恶是人之共性
, “

尧
、

舜之于莱
、

肠
,

其性

一也
;
君子之与小人

,

其性一也哑
。

董也承认王者及其他封建官僚等人之性与普通人民之性

相同
,

均含
“

贪仁二气
” 、 “

善恶两质
” ,

但他却认为王者
、

封建官僚等人的人性中占主导地位
、

具有能动性的是善质
,

而非恶因
。

董的人性论也由此摇摆到了孟子一边
。

孟子认为
“

善端
”

“

扩而充之
”
即为善行

, “

凡有四端于我者
,

知皆扩而充之矣… …荀能充之
,

足 以保四海
’ ,
@

。

而

董则强调王者成善在于
“

法天意
” ,

其实也就是依
“
天任德右阳

”

之道对己之善质能动地
“

扩

而充之
” 。

从董的神学政治思想来看
, “

法天意
”
之

“

神能
”
是为且仅为王者等封建统治者所

独具的
, “

眼
”

之民无此神能
,

因而也就无法进行自觉的自我修养
,

只能待
“

事在性外
”
的教

化以使其成善了
。

关于教化者自我修养的方法
,

董认为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以仁安人
,

以义正我

在自我修养方面
,

先秦儒家强调
“

求诸己而不求诸人
” 、 “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 。

董将这一

思想进一步深化
,

提出了
“
以仁安人

,

以义正我
”

的修养方法
。

这里的
“

仁
” ,

指的是对待他

人的基本态度
, “

仁之为言人也
” , “

仁主人
” L 。

所谓
“
以仁安人

” ,

即对待他人要充满仁慈之

情
、

宽容之心
、

和厚之气
,

归结为一点
,

即
“

爱人
” ,

正如董所说的那样
, “

仁之法
,

在爱人

不在爱我
’ ,L , “

爱在人谓之仁
’ ,。 。

这里的
“

义
” ,

指的是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所应操持的根本

标准
, “

义者
,

我也
” , “

义主我
” , “

义之为言我也 ,,@
。

所谓
“
以义正我

” ,

即在道德修养过程

中
,

应时时以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要求 自己
,

以明确的伦理规范来约束自己
,

从而实现
“

我

正
”

一

,

成为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
。

董还系统地阐述了
“
以义正我

”
的具体途径

。

他认为
,

要做到
“
以义正我

” ,

首先就要勇

于大胆地揭露自身的错误
,

并严加自我批评
,

即
“

自称其恶
” 、 “

自责以备
” 。

他说
: “

自称其

恶
,

谓之情
;
称人之恶

,

谓之贼
” @

, “

自责以备
,

谓之明
;
责人以备

,

谓之惑
” @

。

小的错误
,

发生在他人身上
,

可不苛求
,

但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

就一定要揭露出来
,

严加批判
。

其次
,

应时时事事
“

求诸己
” ,

在 自己身上找毛病
、

找不足
,

而不
“

求诸人
” ,

即在他人身上过分挑

剔
,

将过错推与他人
。 “

求诸己
,

谓之厚
;
求诸人

,

谓之薄
’ ,⑧ 。

不要以 自己的优点去 比他人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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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处 ;反之
, “

我有之
,

而诽诸人
,

人之所不能受也
,

其理逆矣
,

何可谓义 ? ” 冬再次
,

就是要
“

反理以正身
” ,

即以封建伦理来规范 自己
,

纠正 自己的错误
,

使 自己的言行符合伦理道德的

要求
。

(二 ) 内视反听

董同样注重
“

内省
”
的道德修养方法

,

不过
,

他没有象先秦儒家那样
,

直接称之为
“

内

省
” ,

而是称之为
“

内视反听
” 。

董这一自我修养方法的提出
,

是其天人感应哲学观念的必然

产物
。

董认为
,

天按照 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
, “
天之副在乎人

,

人之情性有 由天 ,,@
,

人和天

具有相同的生理结构
、

感情意识和道德品质
,

人心之中包含着
“
天道

” ,

寓含有伦理规范
,

因

而
, “

道莫明省身之天
’ ,⑧ ,

只要内省自身
, “

修身审己
” ,

即可体认
“

本心
” ,

悟察
“

天意
” ,

从

而
“

明善心以反道
’ ,L ,

将 自己的言行自觉地纳人到道德规范体系中去
。

董这一自我修养主张
,

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
,

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人们主动进行
“

内省
”

的思想
,

却不失为一

积极因素
,

是我们在道德修养中所应合理借鉴的
。

(三 ) 强勉行道

董认为
,

教化者除了 自觉地内省以明道之外
,

还要积极地
“

行道
” ,

将 自己所体认到的
“

天意
” 、 “

善道
”

外化
,

即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
,

只有这样
,

道德修养才会大有成效
,

“

强勉行道
,

则德 日起而大有功 ,,@
。

强勉
,

即朝夕不懈的能动的追求精神
。

人能弘道
,

贵在强

勉
, “

事在强勉而 已矣
” 。 。

董认为
, “

行道
”

中除了需要这种执著不懈的强勉精神之外
.

还要

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

如在
“

行道
”

的过程中
,

要积极地
“

改过迁善
” 、 “

兴善去恶
” 、 “

返道

以除咎
” 。 、 “

进善诛恶
” ,

兼顾
“

善
”
的确立与

“

恶
”

的诛除
,

且破且立
、

破立兼行等
。

董还

指出
,

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

因而
,

在行道中不可有急躁情绪
,

而要
“

谨小慎微
” 、 “

积小致巨 ,,,
、 “

集善累德
” 、 “

渐以致之
” 。

董的这些思想
,

表达 了一定的德育规

律
,

是应予 以肯定的
。

关于教化者对教化对象实施外在教化的方法
,

董认为
,

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 必仁且智

董强调
,

在道德教化过程中
,

教化者要注意引导教化对象仁智并进
。

他说
: “

仁而不智
,

则爱而不别也
;
智而不仁

,

则知而不为也
。 ’ ,

@何谓仁 ? 董说
: “

仁者婚但爱人
.

谨翁不争
,

好

恶敦伦
,

无伤恶之心
,

无隐忌之态
,

无嫉妒之气
,

无感愁之欲
,

无险 i皮之事
,

无辟违之行
。

故

其心舒
,

其志平
,

其气和
,

其欲节
,

其事易
,

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
。

如此者谓之

仁 ,,@
。 “

仁者
,

所以爱人类也
’ ,

@
。

可见
,

董这里所谓的
“

仁
” ,

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与道德

行为
。

那么
, “

智
”
指的又是什么呢 ? 董认为

, “

智
”
即

“

先规
” 。

他说
: “

何谓之智 ? 先言而

后当
。

凡人欲舍行为
,

皆以其知先规而后为人
” , “

智者见祸福远
,

其知利害蚤
,

物动而知其

化
,

事兴而知其归
,

见始而知其终
,

言之而无敢哗
,

立之而不可废
,

取之而不可舍
,

前后不

相悖
,

`

终始有类
,

思之而有复
,

及之而不可厌
’ ,

冬
。

显然
,

董所谓的
“

智
” ,

更多地是指善恶评

判的准绳
、

人伦道德的规范
,

是一种对人伦规范的把握
、

对善恶标准的操持
。

在现实中
,

人

们若能 自觉以
“

智
”
为指导

,

道德评判正确
,

价值选择适宜
,

则
“

其所为得
,

其所事当
,

其

行遂
,

其名荣
,

其身故利而无患
,

福及子孙
,

德加万民
,

汤
、

武是也 ,,@
; 反之

,

若不能 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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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智
”

为指导
,

道德评判错误
,

价值选择不当
,

则
“

其所为不得
,

其所事不 当
,

其行不遂
,

其名辱
,

害及其身
,

绝世无复
,

残类灭宗
,

亡国是也
” @

。

在董看来
,

道德教化的根本目的就

在于 以德立人
,

进而 以德立国
,

其关键所在就是使人们自觉遵循符合国家需要的一套以仁为

核心的封建伦理规范
,

行有所止
。

要达到这一 目的
,

教化者就不仅要注意培养教化对象的道

德情感
,

引导其道德行为
,

而且要赋予其道德认知
、

道德评判的能力
,

即
“

必仁且智
” ,

以求

以
“

智
”

导其
“

仁
” ,

以
“

仁
”

促其
“

智
” , “

仁
” “

智
”

相互作用
,

互为动因
,

从而
“

爱而有

别
” 、 “

知而有为
” ,

促进教化过程的良性循环
。

(二 ) 与利养义

利与义的关系
,

是儒家一向颇有兴致并进行过热烈讨论与争辩的问题
。

在这一问题上
,

董

阐发了
“

义利两有
”
的观点

,

并进而提出了
“

与利养义
”
的教化方法

。

董认为
,

义与利对一个人来讲
,

均不可或缺
: “

天之生人也
,

使人生义与利
。

利以养其体
,

义以养其心
,

心不得义不能乐
,

体不得利不能安
’ ,L 。

但义又是重于利的
, “

义者
,

心之养也
,

利者
,

体之养也
,

体莫贵于心
,

故养莫重于义
,

义之养生人大于利
” 。 。

从教化对象的角度出

发
,

董要求人们在生活 中重义轻利
,

以义为重
,

确立
“

明其谊不谋其利
,

修其道不计其功 ,,@

的价值取向
,

但从教化者的角度出发
,

董则又强调要看到人们对义与利的双重需要
,

从而采

取
“

义利并施
” 、 “

与利养义
”

的方法实施教化
,

在满足人们适当物质利益要求的前提下
,

培

养人们的道德情操
,

以仁义之道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
。

他说
: “

故圣人之制民
,

使之有欲
,

不

得过节
,

使之敦朴
,

不得无欲
。

无欲有欲
,

各得以足
,

而君道得矣
” @

。

看到教化对象对利的

欲求
,

并予以满足
,

但将
“

欲
”

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
培养人民敦朴之义

,

但又不以义灭欲
。

唯此
,

方可
“

君道得
” 、 “

仁义兴
” 。

对这种教化方法的必要性
,

董还曾从天与人的关系以及古

之圣王的前例出发进行 了类推论证
。

他认为
,

上天对人
,

有赡足之意
, “

生育养长
,

成而更生
,

终而复始
。

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
。

天虽不言
,

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 ,,@
;
圣王对民

,

有兼利

之举
, “

古之圣人
,

见天意之厚于人也
,

故南面而君天下
,

必以兼利之
” L 。

只有
“

足之
” 、 “

利

之犷
,

方能使民众
“

体
”

有所养
,

从而
“

义
”

有所托
,

教有所成
。

也正是基于这种信念
,

董对

孔子
“

先富之
,

而后加教
”
的言论颇为欣赏

,

认为此言道出了道德教化的重要规律
,

他也由

此而发
: “

先饮食而后教之正
,

谓治人也
’ ,⑧ 。

在给汉武帝的献策中
,

董还说
: “

少则习之学
,

长

则材诸位
,

爵禄以养其德
,

刑罚以威其恶
,

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
。 ’ ,⑥在这里

,

与利养义的

思想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
。

(三 ) 以乐化 民

乐
,

在先秦儒家那里
,

主要是被做为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
、

治理国家的手段来看待的
。

作

为儒家创始人
,

孔子就曾提出
“

兴于诗
、

立于礼
、

成于乐
’ ,L的命题

。

荀子也曾指出
, “

知乐则

几于礼矣
,

礼乐 皆得
,

谓之有德
,

德者得也
’ ,L 。

由此
,

我们足可见先秦儒家对乐
“

补短移

化
” L 、

敷布德义
、

治性成德的伦理教化功效的注重与追求
。

对于
“

乐
”
的这种伦理价值

,

董

自然也有深刻领悟
。

他认为
,

以乐化民
,

足可使民
“
不令而 自行

,

不禁而 自止
,

从上之意
,

不

待使之
,

若 自然矣
” L 。

乐可使人的思想情感得到净化与升华
,

使人的性灵得以陶冶和美化
,

故
“

其变民也易
,

其化人也著
’ ,L ,

虽
“

接于肌肤
” ,

但足可
“

减于骨髓 ,,@
。

董还认为
,

乐之所以

富有教化功效
,

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乐
“

循于礼
” ,

渗透着
“

德
”
的内涵

,

是人 民乐于圣王之功

德
,

快乐之情
、

愉悦之意
“

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
’ ,
@

,

故乐中融含着对圣王盛世的
“

发于和而

本于情呛的由衷歌颂与赞美
。

乐有
“

咏德
”

之本
,

故具
“

养德
”

之功
、 “

育德
”

之效
,

因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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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壮海等
:

董仲舒德教方法论探析

作为教化者的统治阶层
,

必须注重
“

作乐
” ,

从而 以乐化民
,

助流政教
。

(四 ) 以身示教

以身示教
,

在儒家德育理论与实践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
。

孔子讲的
“

其身正
,

不令而行
;

其身不正
,

虽令不从 ,,@ 及孟子所宣称的
“

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
” 。 、

苟子所强调的
“

师以身

为正仪
’ , 。等

,

其意均在说明身教强有力的引导与感化作用
,

要求教化者以身示教
。

董继承了

先儒们这些宝贵的思想
,

并将其做了更深一步的推进
。

他认为
,

教化者的言行
,

对教化对象

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 “

尔好义
,

则民乡仁而俗善
;
尔好利

,

则民奸邪而俗败
” 。 。

因而
, “
以教

化为大务
” 、

为
“

下民之所视效
,

远方之所四面而 内望
”
的

“

天子
、

大夫者
’ ,L ,

应时刻注意自

己的
“

发言动作
” L ,

修身正行
,

以
“
正四方

” 。 “
四方正

” ,

则
“

远近莫敢不一于正
,

而无有邪

气犯其间者
” 。 。

身正的具体表现是
“

既美其道
,

又慎其行
’ ,

@
,

即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

有合乎

伦理规范的举止行为
;
身教的具体方法也就是以

“

道
”

之美予教化对象以无形之浸染
、

感化
,

以
“

行
”

之慎予教化对象以有形之示范
、

引导
,

如
“

先之以博爱
,

教以仁也
;
难得者

,

君子

不贵
,

教以义也
; 虽天子

,

必有尊也
,

教以孝也
;
必有先也

,

教以弟也 ,,@
。

对以身示教
,

董

本人也是一贯身体力行的
,

在教化实践中
,

他
“

进退容止
,

非礼不行
’ ,
母

,

其弟子司马迁曾赞

誉其
“

为人廉正
” ⑧ ,

对其高尚的品行大为钦佩
。

董还指出
,

以身示教的教化方法
,

其功效要

远远大于 以威力强制实行管理
、

统治的效果
,

正如他大为赞叹的那样
: “

此威势不足独恃
,

而

教化之功不大乎 !
’ , 。

(五 ) 因材而教
、

依性而化

在道德教化过程中
,

教化者必须对教化对象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

依据教化对象的具体

情况
,

确定教化方法
。

对此
,

董有着明确的认识
,

他说
: “

知其气矣
,

而后能食其志也
;
知其

声矣
,

而后能扶其精也
;
知其行矣

,

而后能遂其形也
;
知其物矣

,

而后能别其情也
。 ’ ,

@只有在

对教化对象比较全面的
“

知
”

的基础上
,

因材而教
, “

齐时蚤晚
,

任多少
,

适疾徐
,

造而勿趋
,

稽而勿苦
,

省其所为
,

而成其所湛 ,,@
;
依性而化

, “

引其天性所好
,

而压其情之所憎
” @

,

道德

教化才会取得成效
。

董还认为
,

人们道德观念的形成本身也有一定的规律
,

是有阶段性的
。

他

说
: “

明于天性
,

知自贵于物
;
知 自贵于物

,

然后知仁义
;
知仁义

,

然后重礼节
;
重礼节

,

然

后安处善
;
安处善

,

然后乐循理
;
乐循理

,

然后谓君子
。 ’ , 。 了解

、

把握教化对象
,

就包括对人

们道德观念形成的这一规律的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
,

从而对教化对象循循善诱
,

有步骤地加

以引导
。

董还指出
,

不 同的教化内容所具有的教化功效也是不尽相 同的
: “ 《诗 》 道志

,

故长

于质
; 《礼 》 制节

,

故长于文
; 《乐 》 咏德

,

故长于风
; 《书 》 著功

,

故长于事
; 《易 》 本天地

,

故长于数
; 《春秋 》 正是非

,

故长于治人
。 ’ ,L因此

,

在教化过程 中
,

教化者一定要针对教化对
’

象 的特点
,

选择相应的教化内容
:

教化对象如果没有远大志向
,

则以
“ 《诗 》

、

《书 》 序其

志
” ;
如果缺乏 良好的举止

、

风范
,

则以
“ 《礼 》

、

《乐 》 纯其美
” ;
如果短于断是非

、

辩曲直

的能力
,

则以
“ 《易 》

、

《春秋 》 明其知
” @

,

如此等等
。

总之
,

只有做到因材施教
,

依性而化
,

道德教化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亦即董所描绘的那样
: “

言虽约
,

说必而矣
;
事虽小

,

功

必大矣
” , “

倡而民和之
,

动而民随之
” ,

仁义之德
“

盈乎四海
’ ,L 。

四

综上所述
,

从人性论出发
,

董仲舒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道德教化方法体系
。

这一方法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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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董
“

德治
” 、 “

仁政
”

政治主张的具体延伸
,

也是董为汉代统治者所提供的治国方略之一
。

其

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统治者更好地推行德治
,

以德立国
,

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
,

达到
“

国治
”
的政治目的

。

作为维护汉代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历史产物
,

董所建构的这一方法体系

自然具有相当的阶级色彩
。

但我们还须看到
,

任何方法体系
,

都是在对相应对象进行考察的

基础上 的建构
,

都会不同程度地反映一定的客观规律
,

不同程度地包含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

内容
。

董的德教方法体系也不例外
。

在这一方法体系中
,

就反映着不少德育规律
,

包含着不

少至今仍可为我们借鉴
、

运用
、

发展的方法因素
。

董所设置的 自我修养方法
,

是统治阶级自

我修养的方法
,

董所设置的外在教化方法
,

是统治阶级实施道德教化的方法
,

这里反映着董

对普通劳动人民 自觉能动性的否定
,

反映着董唯心史观的倾向
,

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表露出了

教育者先受教育这一德育思想的可贵萌芽
。

董强调以乐化民
,

寓教于乐
,

实质上是在主张通

过文艺形式进行道德教育
,

这一点
,

对于我们当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讲
,

也当有不

少的启示
。

大量创作高质量 的文艺产品
,

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

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熏染
,

接受时代精神的冶铸
,

这也当是我们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途径和有效方法
。

董
“

义利两养
”
的思想及

“

与利养义
”
的教化方法

,

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

了道德教育要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的原则
,

具有一定的唯物色彩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我们也只有正确处理好义与利
、

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的关系
,

才能够真正促进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的共同发展
。

另外
,

董所提出的
“
以身示教

” 、 “
因材施教

” 、 “

必仁且智
” 、 “

强勉行

道
”

等德教方法
,

也都反映着一定的德育规律
。

总之
,

认真研究借鉴董仲舒的德教思想及其

教化方法体系
,

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

卓有成效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
,

提

高人们的品德素质
,

自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注 释
:

①③⑥⑨LL 《春秋繁露
·

深察名号 》

②④⑤ 《春秋繁露
·

实性 》

⑦⑧⑧LLLLLLL⑦LLLL 《汉书
·

董

仲舒传 》

@L 《春秋繁露
·

楚庄王 》

@ 《春秋繁露
·

观德 》

L@ L 《春秋繁露
·

诸侯 》

《荀子
.

性恶 》

《孟子
·

公孙丑上 》

LO

LLL③@ LLLL 《春秋繁露
·

仁义法 》

LL国L 《春秋繁露
·

为人者天 》

《春秋繁露
·

二端》

《春秋繁露
·

玉英 》

@ LLLLL 《春秋繁露
·

必仁且智 》

@LL 《春秋繁露
·

身之养重于义 》

@ 《春秋繁露
·

保位权 》

L 《论语
·

泰伯 》

⑥ 《荀子
·

乐论 》

L 《乐书 》

@ @ @ L⑧ 《春秋繁露
·

王杯 》

② 《论语
·

子路 》

L 《孟子
·

万章上 》

L 《荀子
·

修身 》

@ 《史记
·

儒林列传 》

L⑦@ 《春秋繁露
·

正贯 》L@

(责任编辑 江 平 )

1 I C


